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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再生产的类型与逻辑＊

———失地少数民族社区的经验研究视角

□何　明，张雪松

［摘　要］　西部三个少数民族社区分别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和新城建造而失

地。通过对三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发现，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城市空间再生产的三种类型———

公共空间再生产、城市“绅士化”和“造城运动”，揭示出城市空间再生产的三类主体即拥有城市空间

规划权的政府、开发商和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村居民，正是三类主体的互动或博弈关系演绎出中国

城市空间再生产的图景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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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和“中国崛起”的重要表征，城市的扩张过程和空间再生产显然是一个不

能回避的重要研究论题。地理学、城市规划、社会学、政治学、艺术学、文化产业等学科相关研究成果多有论

述，但大多选择宏观视角而较少微观视角，大多采取理论推导而较少经验分析、大多关注主流群体而忽视边

缘群体。在中国，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城市边缘群体为重点研究对象的都市人类学目前偏重“在城市

做研究”的取向而将焦点聚集于城市里的“农民工”、跨国移民等人群，而有关城市空间形成的研究成果付之

阙如，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与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２０世纪中后期以来，“空间转向已经成为西方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议题”（丹尼尔·贝尔，２００７：１５６）。一方面，从事社会研究的思想家借鉴地理

学的空间研究视角并提出了“空间生产”等范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学者为法国思想家亨利·列菲伏

尔（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的《空间的生产》（法文本发表于１９７４年）一书，把“空间生产”作为都市研究的逻辑基点，

讨论城市社会关系的形成（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Ｈｅｎｒｉ，１９９１：７３）。另一方面，从事空间研究的地理学家则借鉴社会研

究范式重新阐释城市空间而出现了地理学的“社会学化”趋势，如英国地理学家戴维·哈维的城市空间研究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从实证主义方法转向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方法，先后出版了一批城市空间的研究著作

（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２）。上述社会理论家与地理学家的研究具有共同的特征，就是运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

研究都市空间。社会学与地理学的双向互动开启了都市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研究范式，打开了都市研究的新

视野。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反科学、反实证思潮的影响之下，经验研究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经验研究未能受到

应有的重视。

二是都市人类学如何从“在城市做研究”走向“研究城市”。１９２４年，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Ｒｏｂｅｒｔ

Ｌｙｎｄ）和海伦·林德（Ｈｅｌｅｎ　Ｌｙｎｄ）对印第安纳州的曼西（Ｍｕｎｃｉｅ）小镇（被他们称为“中镇”）进行调查研究，

开启了社区研究传统（Ｒｏｂｅｒｔ　Ｓ．Ｌｙｎｄ、Ｈｅｌｅｎ　Ｍｅｒｒｅｌｌ　Ｌｙｎｄ，１９９９）。两年后，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Ｒ．Ｒｅｄ－
ｆｉｅｌｄ）在墨西哥村庄普兹特朗（Ｔｅｐｏｚｔｌａｎ）进行田野调查，探索把人类学研究初民社会的理念和方法运用于现

代国家的研究。１９２９年，他返回墨西哥，与一群合作者对尤卡坦（Ｙｕｃａｔａｎ）的四个社区进行研究。这四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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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从东南到西北依次为：昆塔那罗（Ｑｕｉｎｔａｎａ　Ｒｏｏ）的一个“部落”印第安人聚落，一个乡村（Ｃｈａｎｋｏｍ），再到

一个小镇（Ｄｚｉｔａｓ），最后到城市梅里达（Ｍｉｒｉｄａ），对城市社会与俗民社会进行了对比并发展出“乡村—城市连

续体”的概念（Ｒ．Ｒｅｄｆｉｅｌｄ，１９４１），确立了人类学的都市研究范式。之后，欧美人类学的都市研究主要有两种

取向———在城市中研究和研究城市。前者主要把人类学部落和群体研究范式移植到城市研究之中，通过面

对面地调查城市中的某一社区、某一职业群体、某一族群、某一个组织等角度切入研究城市的复杂社会，来自

乡村的城市移民成为重点研究对象，其研究指向为“城市化”；后者受到考古学以问题为导向的早期城市文明

研究的启发，并与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合作，开展“应对城市自身”的综合性城市研究，旨在呈现整个城市结

构的轮廓及其与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其研究指向为“城市性”。随着世界各地城市现象的普遍化及其

与国家、全球化之间的关联性日益显著，城市人类学的研究主题越来越广泛，乃至于美国人类学中的“城市人

类学”更名为“城市、国家和跨国／全球人类学”。

当前中国的都市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即所谓农民工，包括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

农民工，近年来开始有青年学者调查研究来华外籍人员，总体上都属于“城市移民”的范畴，其他群体则较少

受到关注。可见，国内的都市人类学旨趣几乎聚焦在城市化之上，忽略了都市的扩张过程、空间结构、社会文

化特征等问题的研究。中国城市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多数城市

的建设采取“旧城改造”模式；第二阶段从９０年代初期至９０年代中后期，城市建设重点转向城区的边缘，国

家推出“开发区”发展模式；第三阶段９０年代后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大学城”“新城区”等造城运动。经过这

三个阶段，城市空间得以大规模的实现再生产。

城市空间不仅是“物质空间”，而且是“社会空间”。城市空间是城市政府和开发商运用“一种生产性的实

践或者说生产性网络”（谢立中、阮新邦，２００４：１６３）———权力对土地进行开发而形成的，因此，“城市空间的本

质是一种人造建成环境，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依照本身的发

展需要创建的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结果”（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２）。

城市扩张无可避免地要征用农业用地，而被征用农业用地的使用权享有者便成为失地农民。费孝通先

生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

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费孝通，１９９８：７）。”对于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而

言，在土地丧失的过程中，他们被迫卷入城市化。

可见，城市空间再生产包括政府、开发商以及被动卷入的农民等三个主体。那么，在中国城市空间再生

产过程中，再生产的空间呈现哪些类型？城市空间是如何再生产的呢？本文拟通过三个失地农民社区的田

野调查来研究上述问题。

二、城市基础设施的扩容与公共设施建设用地的征用
城市配套的基础设施为城市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城市基础设施与街道、商贸区、住宅小区及公共建

筑等又相区别，具有基础性、公共性、服务性等特征。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征

用类型、模式及补偿计算方法、产权转移及其定价的方法、受益群体等均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城市空间。

个案１：连续两次失地的彝族社区———Ｙ村

Ｙ村东距Ｋ市主城区约３７公里，是２０００年底从远郊县搬迁而来的移民村，现共有３１５户、１３３２人，其

中，彝族人占９４％。

１９９９年底，为了解决主城区的城市用水紧张问题，Ｋ市政府决定在北郊一条河流的上游修建水库以扩大

城市供水量。该工程需搬迁水库即将淹没的２０．６７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村庄及相关村庄，共６个村民委员会进

行搬迁，异地安置人口达１２　０００多人。在搬迁前，笔者原计划到搬迁地进行调查，并与在当地县政府工作的

一位朋友对接好。就在准备启程之时，该朋友来电话告知发生村民拒绝搬迁的群体性事件，建议笔者放弃调

查，调查计划被迫取消。后来得知，经政府反复做工作，搬迁工作重新启动，于２００２年底完成了库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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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２０００年底，分属于两个乡镇的６个自然村的２７４户、１０２６人搬迁至现在的住地并组建了一个“合并

村”———Ｙ村。

为了安抚水库移民，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除了补偿村民的搬迁损失，拨付经费在迁入地为移民建盖了住

房和基督教堂、铺设电线、埋设管道等基础设施，还出资从迁入地村民购买了耕地分配给移民。移民的迁出

地属山区半山区，距Ｋ市主城区有１５０公里左右距离、离县城也有４０公里左右的距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但地广人稀，每户有３０亩左右的耕地，而且耕地分别位于山坡和盆地，既有水田，也有旱地，分布于不同海

拔、不同环境条件的耕地满足了不同种类作物的需求，适宜于自给自足生计方式。一位村民说：“以前我家有

３３亩地，家里的地高高低低都有，低洼的地方种水稻、在高一点的地块上种辣椒，再往上种玉米和洋芋，反正

在原来的地方是什么都能种。”不仅如此，“以前我们的耕地政策是只要你种得动，就不会缺地种，没地了就向

村委会反映，总之在那里根本不用愁没地种，而且那里气候好，雨水又多，哪里会有什么缺水的问题”。

迁入地位于Ｋ市主城区东部近郊盆地，人口密度高，农业基本实现了商品化。政府以每户移民家庭３．３
万元的预算从当地农户中购买耕地分配给移民家庭，每位成年移民可以分配到１～２亩土地、每户可以得到２

～１０亩数量不等的土地。移民们搬迁后明显感觉到耕地数量减少了，耕地质量不好了，雨水也少了。尽管如

此，移民们在政府的帮助下逐渐适应了迁入地的生活环境和生计方式，放弃了原来熟悉的种植玉米、稻谷等

粮食作物而改种蔬菜等经济作物。

事实上，几乎与水库建设的同时，省、市两级政府还在筹划另外一项重大项目———新机场建设。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爆发式发展，原有机场早已无法适应剧增的客流和物流需要。１９９８年开始启动

新机场建设项目，历时１０年终于完成了论证、选址、立项等一系列审批程序。新机场的核心片区确定在Ｙ村

所在乡镇，刚从远郊县搬迁来的Ｙ村虽然没有被纳入“拆村并点”的范围，但再次卷入征地的旋涡，原本不多

的土地又被征用。

剩余无几的土地，连片的大都租给企业开发，零星的则留给老人娱乐性的种植。村里超过９０％的人都到

附近企业打工，打工成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提出了建设与扩容基础设施的需求；同时，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

投资拉动，而基础设施建设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此，因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扩容而征用农业

用地毋庸置疑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然而，Ｙ村村民接踵而至的两次失地却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适度超前的规划，该村村民是否可以减少反复被折腾的痛苦？至少不在异地搬迁之后几

年再次蒙受失地之疼？该案例体现出中国城市建设及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滞后性和盲目性。

三、城市“绅士化”与“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由城郊的农村演变而成，其中的房屋为村民在村民委员会分配的宅基地上自建的住房。在中

国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农村居民住宅所用的宅基地与农业用地一样，均为集体所有而非私有财产，农村居民

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故不能自由交易，只有代表国家管理土地的各级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有权征用，由

土地管理部门以招标方式向企业及其他机构出售。由于土地市场开放初期的强征、强拆产生了恶劣的社会

影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及补偿办法进行限制。在从城区向郊区逐渐漫延的“摊大饼”城市空间再

生产过程中，城市政府和开发商因农村居民住宅的征用难度和成本远远高于农业用地而尽可能绕开村落选

择征用农业用地，其结果则是城区附近的农业用地逐渐被征用而保留下一个个村落，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高楼

大厦、街道、住宅小区等形成包围村落之势，形成了“城中村”。

同时，在中国的建设规划制度中，包括街道、住宅小区、建筑在内的城市建设被纳入规划范围，而农村建

设则不在规划之内，任由村民自主建设。随着城市流动人口不断增多，房屋出租市场迅速发展起来。距城区

较近或就在城市之中、价格相对低廉的农村住房成为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低收入群体租房的选择，成为城市

的底层社会空间。房主们为了赚取更多的房租而无节制地扩大与加盖住房，乱搭乱建成风，形成建筑密集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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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内部拥挤不堪、安全隐患严重的“城中村”。

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消灭”“有碍观瞻”的城中村。“城市旧城区物质结构的贬值、社会结构的底层化，使

得空间再生产、社会再植入具备了可预期的条件。因此，空间再价值化的冲动为城市空间再生产提供了根本

的内在动力”（张京翔、陈浩，２０１２）。这一过程，被学界称之为城市“绅士化”（ｇｅｎ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４：

１０７～１３１）。

然而巨额的补偿费往往令地方政府望而却步，不得不把“城中村”的改造转移给企业，如作为征地企业的

附加条件，或将其并入农业用地连片招投标，或用行政命令强制摊派。受资金不足等客观原因或不愿意支付

补偿款等主观原因的影响，企业时常会采用承诺而不履行的策略应对地方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过程

中，村民经常成为直接受害者。

个案２：在拆迁途中的“城中村”彝族社区———Ｚ村

Ｚ村位于Ｋ市东南郊，距离主城区约１４公里。据２０１４年统计，Ｚ村有１４８４户、３６９８人，７８％以上村民

为彝族。

村民口述史称，他们的先民“撒摩都”为唐宋史籍记载的“徒莫祗蛮”中的一支，曾在现云南的罗平、邱北、

泸西、师宗、弥勒一带建立了以彝族先民为主的“自杞国”地方政权。明清到民国期间的史载出现了“撒马都”

“洒摩”“些门”“自杞”“子间”“子肩”“子精”和“子荆”等多种称呼。因与汉族交往频繁，Ｚ村受汉族文化影响

较深，形成了毕、李、郭、杨、洪、莫等６个姓氏，分别组成１３个家族祠堂。

地处Ｋ主城区东南近郊的区位，使Ｚ村很早就卷入城市化的浪潮之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该村拥有土

地５８２４亩。之后，公路、工厂等建设逐渐蚕食了村子的土地，至１９５６年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耕地总

面积减少至３８４４亩（不含山林地），人均近２．１亩。进入２１世纪，Ｋ市的城市扩张开始转向东南部，一时间Ｚ
村所在片区成为各路商家投资开发的黄金宝地，汇聚了一系列大型房地产项目，造城运动在此轰轰烈烈展

开，村民的所有耕地被征用殆尽，村落很快被森林般的高层建筑群所包围，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２０１０年６月４日，政府下达了Ｚ村拆迁公告，要求在９０天内全部完成房子的测绘、评估、拆迁和补偿等

拆迁前期工作，之后就转入房屋拆迁阶段。Ｚ村村民出于对政府的信任而主动配合拆迁，甚至可以说显得过

分的积极。在拆迁通告发布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村民几乎都按照开发商的要求完成了全村近两千幢房子

的测量、评估、补偿款计算工作等拆迁的前期工作，其中，有近一千幢的房子与开发商签订了拆迁协议。协议

明文规定，自协议签订５日内开发商需支付拆迁户补偿款总额的５０％。

然而，拆迁改造进展情况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用村民话讲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干打雷不下雨！”拆

迁补偿工作进行还不到一个月就陷入了停滞。开始的时候，村民还会去拆迁指挥部了解情况，看看有没有什

么动静。至完成拆迁前期工作的截止日期９月３日，拆迁指挥部的工作完全进入停滞状态。在指挥部大厅

里只有三三两两无所事事的工作人员，几间办公室几乎都是天天紧锁房门。对于村民的问询，无论是村委

会、街道办还是拆迁指挥部都从不给予正面回应。

拆迁的突然启动，扰乱了村民的正常生活；而拆迁的莫名停滞，致村民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自拆迁公告

发布时起，村子里偷盗、抢劫事件爆发式增长。那些积极配合拆迁、提前到村外去租房和买房的村民以及长

期以出租房子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村民顿时陷入了困境。自己家出租的房屋因要拆迁而提前退租，断了经济

来源，而外出租房又预付了租金，蒙受经济损失。

ＬＪＭ在村里有一幢占地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拆迁前靠房租每个月都有３０００多元的收入。自拆迁通告

发布后，他家就在附近新开发的住宅小区租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每个月要支付２０００多元的房租；而自己

家的房子租不出去了，原来租房者退租，失去了每月３０００多元的房租来源。这一进一去就差不多损失６０００
元。他妻子对笔者说：“现在日子根本就过不成了，自己的房子摆着不能用。拆迁把我们自己的房子搞成自

己无法住又租不出去，还要每个月出钱去租别人的房子住。”因为不知道拆迁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他家只

能和租客签订不定期的租房合同。许多租客都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即便租出去也便宜很多。现在房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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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处于空置状态。

拆迁通告发布后，ＹＭＳ家没有选择在外租房，而是直接在附近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全家就直接搬出住

了。他回忆，因为与开发商已经正式签订了拆迁协议，５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５０％的补偿款，所以去看房子

时就交了订金，并签订了３０天内付清房款的合同。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１０多天过去了，自己还没有

从开发商那里拿到一分钱。在付清购房款的３０天期限快到的时候，他去拆迁指挥部催要补偿款，得到的回

答是“不清楚”。让他无法理解的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在现场见证签订的拆迁协议怎么会无效？他说：“我是

莫名其妙当了房奴，不搞拆迁，我们一家子以前每个月都有房租收入，现在是每个月都要还购房贷款。以前

从不求人，现在为了自己应该得的钱去当孙子！”个案２展示出中国城市中的“城中村”的“绅士化”过程，并体

现了城市管制模式由管理主义向企业化治理的转型、城市空间再生产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领域向由私人

部门主导的市场领域的转化（张京翔、陈浩，２０１２）。而本应由企业承担的市场化的城市空间再生产所产生的

风险转嫁到处于弱势地位并分散性的村民身上。

四、“造城运动”与农民的被城市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在全国各地兴起了以“高新区”“开发区”及“大学城”等名目的“造城运动”。在

与城区具有一定距离的郊区，农业用地所占土地面积比例较大而住宅占地比例较小，征地难度和成本远远低

于建成区。加之“在一张白纸上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广袤无垠的田野为领导者展示其想象力、决策魄力和

执政能力提供了最佳舞台。从所产生的效果来看，相较于旧城改造、“摊大饼”等模式，造新城具有更为显著

的城市形象改善效应和拉动经济增长效应。多种动力的聚合，掀起了造城运动的兴起。

Ｋ市的造城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城市新区即大学城建设。

个案３：“大学城”边的回族社区———Ｈ村

Ｈ村隶属于Ｋ市的近郊县，南距县城４公里，为回族聚居社区。２００８年９月，Ｈ村村委会转制为社区；

２０１２年８月，村民户籍由农村居民改为城市居民。Ｈ村是一个流动人口的集散地。据２０１４年统计，Ｈ村常

住人口１９８５人，流动人口２６００多人。在流动人口中，有少数民族９７８人，大多数是来自本省和邻省的回族

聚居区的回族，也有少部分彝族、白族和仡佬族。

Ｈ村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村落。清真寺内存有一块立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４年）的《重建清真

寺功德碑记》，碑文说建村“始于明洪武间”。到清代咸丰年间，全村发展到１２４户，５００余人，其中有汉族２０
户，１００余人。

Ｈ村原本隶属于Ｋ市的近郊农业县，以种植蔬菜、水果、花卉为主，被称为Ｋ市的“菜篮子”。因其为Ｋ
市距离最近的郊县，尚有平坦、连片的农业用地没有开发，２１世纪初成为造城的最佳目标，２００３年新区即大

学城建设正式启动，Ｈ村及其所属乡镇无可避免地被纳入新区建设规划范围之内。

据村民所述，在新区建设的规划中，Ｈ村被分为２９个社区，需对原有村落进行合并，但由于回族社区与

其他社区合并会带来生活的不便，故把 Ｈ村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区保留并延迟改造。

在新区开发之前，Ｈ村拥有土地２５５６亩。在２００３年新区开发建设之后，Ｈ村的土地不断被征用于新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十多年来被征用的土地达１０４０亩。截至２０１４年，Ｈ村所剩的耕地不足５００
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０．３亩，现有土地基本上都种上了行道树和绿化树，人多地少的情况更加突出。

村民们通过土地征用补偿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货币收益，新城的公共设施、环境建设等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条件，但所得到的补偿金毕竟是有限的和一次性的。按Ｋ市农村普通生活水平和当前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

测算，补偿金能维持家庭８年左右的生活；如按照城镇居民普通生活水平来测算，仅能维持家庭５年左右的

生活。而这样测算的前提条件是，对于失地农民的相关政策措施完全到位，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险

以及教育服务等公共服务，并且能够完全兑现。Ｈ村居民有３１７人参加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其中２１５人可

以领取每月３３０元的养老金；整个社区１６岁以上的居民（除在校生外）１００％参加了城乡居民社会基本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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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虽然就医条件比以前有较大改善，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际报销途径少、报销比例低，保障水平

不高，卫生院的报销金额每人每年只有４０元。新城规划许多内容都是“画饼”，迄今尚未落实。政府在征用

土地时对村民的许多承诺都没有兑现。在新区建设规划中，２９个征地拆迁社区建设标准为每人居住面积８０
平方米、经营面积１５平方米，但至今没有一个社区达到规划所规定的补偿标准。

失去土地就意味着丧失了农业生产方式，新的生计来源在哪里呢？虽然大学城建好后，人流拉动了一些

消费，但受益范围主要在大学城的邻近社区，对 Ｈ村的经济拉动作用并不明显。有的居民抱怨说：“新城看

得见的地方建得很好，而我们这是城市的背阴处。”面对逐渐减少的土地，Ｈ村的多数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

定性充满忧虑，担心如果政策落实不到位，让他们失地并失业，可能会沦为城市游民。

全国造城运动中宏大而超前的城市规划显示出领导的“大气魄”“大手笔”。尽管政府动员行政资源迫使

人口集中度较高的高校等机构、能够拉动公共服务资源投入的政府机构等入住以及建设高铁站等大运量交

通枢纽设施，但很难在特定时间内营造出人口密集的“人气”和车水马龙的活跃景象，住宅小区入住率低、大

量被征用的土地长期闲置的情况相当普遍，国内许多新城都陷入了被网络媒体称为“空城”“鬼城”的状态。

Ｈ村居民 ＭＱＷ对笔者说：“新的规划在村口划了一百多亩地，征地的时候地上的蔬菜已接近成熟，说推就推

了，太可惜了。征地时告诉我们，２００９年可以入住新社区，现在都２０１６年了，那些土地还空着，规划上的好些

房子连影子都没有。”

作为中国城市空间再生产的重要模式和关涉千家万户的城市经济事件，“高新区”“开发区”“大学城”等

各种名目的“造城运动”牵扯进诸多群体———决策的领导、承担投资与建设的开发商、失地农民、房地产购买

者及入住者等，其中权力、资本、收益、预期、生计等诸多核心要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合作、博弈、冲突、妥协

多重关系，不失为解读中国城市空间再生产的具有关键价值的场域。

五、结语
上述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空间再生产、“城中村”改造的城市“绅士化”、在大面积连片的非农业用

地上建造新城的“造城运动”，基本能够体现中国城市空间再生产的主要类型。

其关系可用图１示如下：

图１　城市空间再生产的逻辑

从图１城市空间再生产的逻辑中可以看出，在城市公共空间再生产过程中，拥有城市空间规划权的政府

和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村居民为基本主体；在“城中村”改造的城市社会“绅士化”和新城建设的过程中，空间

再生产的主体则在拥有城市空间规划权的政府和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村居民之外增加了另外一个主体———

开发商，从空间再生产的主体构成来说与西方无异。然而，由于国家体制、土地产权制度、社会文化等差异，

中国的城市空间再生产的三类主体所处的位置及其关系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形成了三角形的博弈关系，其

１６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中，拥有城市规划权、土地征用权及其他资源的政府处于三角形的顶端，为第一主体，支配着其他两类主体；

开发商处于其次位置即为第二主体，并可以以其金融资本与第一主体合谋而支配第三主体；土地的使用权拥

有者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并因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具有分散性等特征而经常处于失语或被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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